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４年　　第 ５ 期

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安徽省无为县粮食的统购统销＊

徐　进　　钟徐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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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践表明，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

期性的饥荒。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干部们对于返销粮数量与下拨时间的把握，成为影响农民生存生活

状况至关重要的因素。无为县政治生态的异动与粮食问题相交织。推广双季稻、“反宗派主义”、“反瞒产”

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展现了地方粮食政治的微妙与复杂。
＊

一　引　　言

长期以来，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大饥荒，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逐渐
平息，如何解释基本一致的制度安排下灾情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开始成为热点之一。例
如，林毅夫和杨涛将阿玛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的饥荒，提出中国各地饥荒的差
异是因为粮食的分配系统存在“城市偏向”，农民更容易受到饥荒的侵害①。龚启圣则将省级领导人
的政治倾向作为各省大饥荒灾情程度的解释变量②，也值得关注。杨大利提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
态”的假说，认为下级官僚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往往过火地推行中央的政策，而那些共产党员较少和被
共产党建立政权较晚的省份推行的措施尤为激烈，因而在由此引致的饥荒中受害更深③。不过，他们
的上述研究利用的都是已经公布的宏观数据，这些数据都经过后来的修正。曹树基从基层数据出发，
通过校正数据，推求各地死亡人口。他所建立的“历史记忆”说发现人们对于历史上灾害事件的记忆
与他们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相关。经过饥荒的地区，有着很深刻的饥荒记忆，人们会对粮食更加重
视，在浮夸上较为慎重，从而减少了死亡④。
笔者认为，欲了解１９５０年代末期大饥荒产生的原因，就必须对大饥荒前史进行深入研究。也就

是说，只有对１９５０年代历年的粮食及相关问题逐一考察，才能对大饥荒发生的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是因为，１９５０年代的中国农村，粮食问题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档案中可见，省委、地委、县
委、区委等各级干部之间的政治博弈常常在粮食统购统销的讨价还价上展开。粮食政治成为理解统
购统销实施之后１９５０年代农村变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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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的论文《知情、回避与服从：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无为政治》通过研究无为县委决策和实施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统购统销的过程，证明了关于粮食总产量的数据有两种：一种是正式文件中书面的“浮
夸”产量；另一种则是县委内心知情的“实际”产量。无为县委在该县统购统销实施过程中其实是按照
“实际”的产量来决策的①。之后，笔者对１９５６年该县的统购统销实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这一
年度该县粮食总产量的真实数据仍旧出现于各种正式文件之中②。将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亦即将

１９５６年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相比，无为县的政治生态和干部的行为方式迥然不同。于是笔者将目光转
向１９５７年。在本文中，笔者希望揭示并论证的问题是：１９５７年无为县的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和实施过
程是什么？由于县委第一书记的更换，该年度与上一年度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二　１９５７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与因应之道

１．内涝还是口粮短缺

１９５７年１月至５月间，安徽省无为县经历了一场由统购统销带来的粮食危机。农民缺粮，大范
围的断炊，人口外流，“各地灾情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③。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副省长的张凯帆沿江视察内涝灾情。返回省城后，安徽省委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询问张凯帆
的家乡无为县的受灾情况，张凯帆回答道：“三个字，一路哭！灾情较重。”并建议曾希圣回到曾经工作
过的无为县亲自视察。曾希圣到无为后，发现形势确实严峻，便开始组织群众生产自救④。
这一时期，关于生产救灾的文字在县委档案中屡见不鲜，无为县委也专门成立了生产救灾办公

室，协调相关事宜。不过，张凯帆所回忆的内涝现象，在当时人们的记录中鲜见踪迹。无为县委的干
部们注意到了当时雨雪天气较长的问题，特殊的气候也确实有可能加剧农民御寒的困难⑤。但无论
是气候严寒还是内涝，都不至于立即造成农民的饥荒，因为１９５７年１月至５月间，农民食用的是上一
年留下的粮食，严重的内涝可以带来农作物减产，但其所导致的粮荒只能发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中下旬
开始的午季收获之后，很难造成上半年农民口粮的不足。

１９５６年，由于无为县委高估了粮食产量，芜湖地委又下达了过高的征购任务，无为县农民实际留
用粮食总量仅有２９　０００万斤原粮。由于一个农民每月实际需要消费的粮食不能少于４０斤原粮，根据
无为县的农村人口情况，即使包括饲料粮和种子粮在内的留用粮食都被农民充做口粮消费的话，从

１９５６年６月开始消费计算，也仅够维持到１９５７年１月前后⑥。
很明显，干部们真正面对的是农民口粮已经吃完的严重困难。对于这一点，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县委工作组在基层做典型调查时，就已经说出来了：“由于今年减产，目前已断炊面的发展，愈来愈增
大。”⑦由于土壤、水利、人口结构、干部等一系列因素，在无为县域内各个生产单位粮食产量、留用量
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断炊面的扩大说明了饥荒正在从条件差的地区向条件好的地区蔓延。
无为县委向芜湖地委紧急求助，全县农民获得了１４　０００万斤的调拨粮。以此数字计算，１９５７年５

月下旬午季粮登场之前，无为县农民每人每月口粮量可以达到３０斤原粮⑧。然而地委调拨返销粮的
时候打了折扣，只供应了１２　６７１万斤。１９５７年１月，县委委员、县长周志坚说：“自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２
月止，已供应各种粮食７３８５万斤，占地委核定我县计划２０　０５６万斤的３６．６％；１９５７年１至６月份，尚
有１２　６７１万斤，比各区统计上报数（１５　３９２万斤）相差２７２１万斤。”①县委计划得保守一些，争取能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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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无为县县委委员王亨昌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０日提交县委的调查报告，群众缺乏燃料的情况相当严重。如在三溪、白马、神
塘、万元乡，有６０％～７０％的群众缺乏烧草，有的甚至烧床铺，烧破烂家具。引自《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１９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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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定销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１９５７－０７３。



些粮食供应到６月。不过午季粮一般在５月底就能登场，所以周志坚还是留了话：“今后每月粮票的
发放可能提前十天至十五天，也可解决一些问题。”②

２．农民断炊情况的出现与扩大
按照人均３０斤原粮的标准，少下拨２７２１万斤就是让无为县农民少了一个月的口粮。这么大的

粮食缺口让县委不得不精打细算。１月２７日，县长周志坚指责下级干部，不要以为农民需要多少，国
家就要给多少，“我们认为是否真正吃过那么多，不仅我们无有把握承认，就是你们自己也无把握”③。
县委不相信农村的需求量像下级干部说得那么大，希望晚些下发返销粮免得接不上午季粮收获。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５７年２月，无为县委派出检查组分赴各地调查。这才有了１９５７年２月９
日，县委书记彭醒梦的一番话：“各地灾情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去年收的稻子现在已快吃完也是
原因之一。”④区社之间的不平衡、生产队内部的差异，让生产没搞好或者征购压力大的地方灾情尤其
严重。根据２月９日的一份报告，困难的地方如泥汊区，“二月份全区断炊１５　３５４户，６７　４３４人，占总
人口９９　１１６的６４％”。而该区的新华社则更为严重，“二月份全社断炊１０５６户，占全社１１２７户的

９３．３％，断炊４７３７人，占全社总人口５０６４的９３．２％，如十队１０户全部断炊，三队谢发双全家１１口人
……业已断炊”⑤。在陡沟区，“周闸社第九队２３６人就断炊４５人，占总人口２０％”。而昌坝社“公路
队仅有２５％的人暂无问题”⑥。
无为县部分地区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底就已经断粮。县委发放返销粮不及时，使得情况一直在恶化，

到了１９５７年２月初，一些地区的断炊面超过了９０％。这样一个长时段、规模性的断粮让无为县许多
农民的生存失去了保障⑦。无为县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农业人口变动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无为县农业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解放以来历年农业人口、劳力、耕地情况》，无为县档案馆藏，１－３－１０１１８８４。

１９５６年末即１９５７年初农业人口为８８８　１４５人，１９５７年末农业人口为８９６　０９３人，那么１９５７年农
业人口增加了７９４８人。

１９５７年的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迁入迁出情况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无为县志》，第１０６页。

假定１９５７年无为县农业人口与全县人口的出生率是一致的，那么用１９５７年初农业人口８８８　１４５
人乘以出生率３２．３‰，可得农业人口增长２８　６８７人左右。死亡率取三年来的最高值１５．６‰，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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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可能出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承上海交通大学刘诗古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８８８　１４５人等于死亡人口１３　８５５人。这一部分死亡人口应该是与饥饿无关的正常死亡。即使１９５７年
全县的２４２０人的净迁出全部发生在农村，那么农业人口也应该净增加１２　４１２人（２８　６８７－１３　８５５－
２４２０＝１２　４１２）。但是根据表１数据计算得出１９５７年农业人口仅增加了７９４８人。因此，１９５７年无为
县当有非正常死亡四千余人（１２　４１２－７９４８＝４４６４）。否则，出生率为３２．３‰的数字准确性就出了问
题。

３．农民与干部的因应
从１９５６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践，以及１９５７年年初县委上下对于所谓灾情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出，

“灾”在各级干部们的口中成为一个符号。他们明知压得农民喘不过气，让基层干部“招架不住”的不
是自然灾害，而是农村留粮太少所导致的实实在在的饥饿。有记载称：“干部本身有毛病，站不起身
来，目前被缺粮呼声压倒，产生畏难情绪，有的已招架不了。”①由于地委下拨的返销粮减少了２７２１万
斤，迫使县委严格地卡住粮食分配的时间，担心分得早了接不上午季粮。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５７
年２月初，县委派出的检查组里连连上报各地的严重困难，县委终于相信下级干部要求供应的呼声不
是跟着农民瞎喊的。２月１０日，县委决定拿出一小部分贷款派供销社到黄浦购买粮食。在粮食买回
来之前，从尚有节余的农民手中借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县委的说法是买回粮食解决牲畜缺粮问
题，但在人已经断粮的情况下，买回来的粮食是救畜命还是救人命是可想而知的②。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无为县委未雨绸缪，开始布置来年年中才收获的午季粮食的分配，而亲身经历了饥
饿的农民们也开始琢磨自保之策。“午季多的队要队保队，午季少的队要统一分配的矛盾没有解决；

还有的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的要求按人口或按生活情况预支；有的队对分配政策有怀疑，怕不能
按多劳多得原则执行。”③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劳动力与消费人口比例占优势的生产队往往更倾
向于按照工分多少分配，而一些负担重、人口压力大的生产队则希望社内平衡，统一分配，从其他生产
队获得更多的粮食④。

部分生产队担心不能按多劳多得原则进行分配是有道理的。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危机中，由于各
个区乡、生产队之间的受灾状况有重有轻，县委试图通过余缺调剂应对灾情，一方面开展社内余缺调
剂；另一方面开放粮食交易市场。在社内调剂中，那些劳动力少的农户和生产队由于根据工分分配到
的粮食少，自然会被纳入补助的重点对象。陡沟区“全区补助２５　０００人，每月需要补款五万多元，因而
形成补助款大于工分款”。工分款少于补助款，意味着农民得到的粮食中大部分来自政府救济。补助
时值饥饿时期，农民拿到钱以后主要得用来购买返销粮。以每百斤稻子销售价格为７元１角５分计
算，５万元可以买到将近７０万斤稻子，２５　０００人平均获得２８斤。昌坝社的中心队领款１１３元，其中补
助款为５９．５０元，工分款为５９．５０元。１１３元一共可以买１５８０余斤稻子⑤。由救济面之大可见该队
粮食短缺的严重性。县委委员钱增报告说：“一家五口人，一个劳力，连本身养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就
要补助，这种人就不愿积极生产，因为积极生产，工分钱得多了，怕减少他的补助款。”⑥劳动力少的家
庭与其多劳动多得工分，不如控制劳动量获得补助。毕竟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需要付出更多辛苦，使
得饥饿感更强，粮食需求更大。１９５７年上半年过于严峻的粮食紧张形势迫使县委进行大范围的补
助，这种应急再分配手段破坏了按劳分配的政策，使得那些人口结构上占优势的生产单位的利益直接
受损。这就使得他们以后会更倾向于选择集体瞒产。

过大的补助面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县委并非不清楚，“助长了群众依赖政府，而且丧失了群众生产
积极性，甚至不愿从事生产”⑦。所以，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中，为了实现粮食分配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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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不过多伤害多劳多得的农民利益，县委可谓绞尽脑汁。在社内调剂中，鼓励将下种之后多余的
种子和饲料拿出来调剂；而粮食交易市场中，也允许农民以高于统购价甚至统销价的价格卖粮。县委
对于农村留粮太少而导致的农民缺粮现象心知肚明，没有发动干部用强力手段挖社会余粮，避免了有
粮农民大喊缺粮，从而便于返销粮真正发放到位。

在农村留下的各种可以充作口粮的返销粮、种子、饲料和瓜菜代食品，都成为农民捱过这段粮食
紧缺时期的救命粮。不过，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无为县的粮食危机和农民自救，在各级干部的口中被述说
成了应对雪灾亦或涝灾的问题。县委深知粮食征购才是饥饿的真正原因，但仍需要将救灾作为套话。

文件中的口号与实践中的应对俨然有各自的逻辑。５月下旬，午季粮就要登场了。经过了几个月的
紧张之后，面对又一次收获与征购，无为县委的干部们如何抉择，农民又如何应对，成为了摆在他们各
自面前的首要问题。

三　危机之后审慎的统购统销实践

１．１９５７年夏季县委、地委、省委的互动

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无为县委第一次讨论了午季分配问题，决定在６月份销售粮食２５００万斤，７月
份销售２８９３万斤，合计达到５３９３万斤①。这个计划包括城乡两方面的人口。但几天之后，这个计划
却被芜湖地委驳回了。地委要求无为县６月份只能销售２０８０万斤，七月份则为３０９３万斤，合计

５１７３万斤②。显然，地委给销售计划打了折扣，试图迫使县委把城乡口粮量压得更紧。７月１０日，无
为县委对６月份的销售计划作了总结，其中提到：“自６月１日到７月５日计销售各种粮食２９４５万斤
……平均每日销售８４万斤，其中农村供应２３９０万斤。”④减去７月１日至７月５日销售的４２０万斤
（８４万斤／每天乘以５天等于４２０万斤），６月销售的粮食达到２５２５万斤。

７月１０日，县长周志坚提及从６月１日至７月５日，“供应面积占农村人口５７．８％”⑤。１９５７年
年中，农村人口大约为８８５　４４８人。在６月份，大约占据农村人口５７．８％的农民，即约５１１　７８９人接受
了２０４１万斤的粮食供应，可知人均大约获得４０斤原粮。当然，由周志坚讲话所推算出的人均口粮量
并没有将可能存在的下级干部截留、克扣的数量剔除出去。除了６月份，７月份的口粮安排也是一并
纳入午季收获的供应面里的。因为７月中旬是早稻登场的时间，算上早稻收获和分配需要时日，午季
粮吃到７月份的安排是合理的。

按照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民一年所获得的粮食应该是４９０斤原粮，即每月４０斤左右。在统购
统销的实践中，执行保证农民足额留粮的政策与完成粮食征购、控制粮食销售的任务常常存在矛盾。

这一次，无为县委顶住了芜湖地委压缩销售量的压力，坚持了６个月销售２５００万斤的自定计划，使得
无为县的农民在这个月里人均获得了４０斤口粮。

更让人惊讶的是，县委打算在７月份的人均留粮指标也不低。７月１２日的工作意见书上出现了
这样一句话，现在读起来，仍然能感到说话人颇为轻松又略有些得意的味道：“恢复到１９５６年５月份
定量标准，现在够吃了，平均每人每月定量２７．９斤。”⑥这里的２７．９斤应该是成品粮，折合原粮３７．２
斤。

无为县委如此操作的原因是芜湖地委在原计划于６～７月销售５１７３万斤基础上，追加了６２８万
斤，达到５８０１万斤，比县委以前的计划更宽裕了⑦。这一次追加记载于７月１０日的县委会议记录，

成为了无为县农民能够每月人均获得４０斤原粮的关键一环。

对于芜湖地委行为的合理解释，则是它承受了来自更高层的压力，即安徽省委授意地委妥善处理
无为县的粮食供应问题。６月１９日，无为县委讨论了安徽省委就人民来信问题下达的指示，省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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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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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注意蜀山闹粮的事件。当天的会议记录中记载：“蜀山区为粮食事情有很多人到乡到区，各区要抓
紧时间做好粮食工作。”①蜀山闹粮已经让省委知晓，可见事情不小。考虑到人民来信到达省委需要
时间，省委处理审查和交代相关信息到县委也需要耽搁几天，蜀山闹粮的人民来信反映的仍然可能是

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午季收获之前的粮食紧缺。省委高层领导张凯帆、曾希圣曾经接连来到无为县视察灾
情，已经了解到了无为农村的困难，甚至可能已经知道了无为县农民有饿死的情况，省委便指示地委
要妥善处理无为粮食销售问题。在无为县的档案材料中，芜湖地委追加６００多万斤的粮食销售指标
的事情，是在７月１０日的县委会议上首次被记录在案的。从时间上看，省委接收人民来信在前，地委
增加指标在后，因果联系也说得通。

在县委与地委的讨价还价中，地委打折扣地批准县委的粮食销售计划往往是常态性的。然而这
一回，来自省委的压力迫使地委在压低县委指标之后又重新增加，三个层级的互动体现了地方粮食政
治的复杂和微妙。

不过，无为县委现在面对的是刚刚从大范围断粮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噤若寒蝉的农民，瞒产私分的
蔓延和发展已经开始让县委头疼。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周志坚在县委会议上忧心忡忡：“粮食工作变化
也认识不足……现在是分配，社内群众说没有，社内就没有，同时有的报了产量，也有的社集体瞒产，

过去闹粮食是个体户，现在闹粮食是集体的。”②遭受了口粮紧缺的打击后，不仅是农民，甚至是基层
干部对于统购统销的信心也已经十分脆弱了。午季粮登场接近两个月了，周志坚还在要求农工部去
摸清产量，“午季产量究竟多少，到现在未搞清”。在这天的常委会上，各区书记在会议之前上报的产
量是２８００多万斤，会议结束时涨到３３００万斤③。按照每人每月４０斤原粮的标准，无为县的农民六、

七两个月需要７０８４万斤。粮食销售指标只有５０８１万斤，所以午季收获的粮食中有１２８３万斤被留在
农村满足农民吃粮。各区的书记已经预计到了高征购会让留用粮不够吃，重蹈１９５６年的覆辙。因
此，农民和干部合谋瞒产并不奇怪。襄安区就有社员反映４９０斤不够吃，并因此瞒产④。瞒产私分不
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有可能让原本一本糊涂账的粮食统一分配更加扑朔迷离。用无为县委干部的
话来说：“不相应地制止瞒产私分，就不可能实行统一分配。”⑤正是由于瞒产私分的存在，县委难以真
正知晓各区、社实际的粮食产量、存量有多少，而瞒产私分带来的上下级之间的彼此试探和互不信任
也加大了协商沟通的成本。

２．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老县委与统购统销的实施
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安徽省，无为县的粮食紧张也许并不是个案。１９５７年年中安徽省委就鉴于下

级干部反映农业税负重，要求重新核定各县人口和产量，重新修订农业税数字。当时的安徽省委领导
曾希圣讲道：“为什么说要调查产量？产量和负担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百分之五十、六十和七十都不可
以。这个是以三定产量为基础，确定产量来计算税负。现在有变化了，必须重新把人口、产量搞清楚，

再逐级上报。然后进行修订。过去虽然搞了，也没彻底。”在这一背景下无为县委经过重新调查，向芜
湖地委汇报该年预计粮食总产量６０　３００万斤。这一数字大大低于１９５５年无为县三定常产８４　７９７万
斤⑥。这一数字是否更接近实际呢？据档案可知，无为县正常年景粮食亩产约为３００斤，１９５７年种植
面积大约２２０多万亩，由此可知粮食总产量大约６６　０００多万斤⑦。按照《无为县志》的说法，１９５７年的
粮食产量为６３　０００万斤，与６６　０００多万斤的推算相近。无为县委把粮食产量稍稍低报了一些。

芜湖地委并不同意无为县委汇报的６０　３００万斤的粮食总产量，他们在１９５５年无为县三定常产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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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７９７万斤基础上，以八三折即８３％计，得出无为县１９５７年粮食产量７０　３８１万斤①。这给无为县委带
来了很大的压力。在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９日的县委会议上，分管粮食工作的县委委员白肇义就说经过产
量预测，无为县征购任务应该只有３１　７００万斤，可是地委却下达了３５　０００万斤的征购任务，两者相差

３０００余万斤。县长周志坚解释说，县委在７月份接到了３５　０００万斤的任务以后，“以３１　７００万斤上报
过数次，地委未表示态度”。虽然地委不更改原定指标，但是周志坚也不打算按地委的征购任务执行：
“我们现在按３１　７００万斤征购任务下放，实际上在无为对３１　７００万斤的征购任务是完成不了的，即使
是全区丰收年，征购任务只完成２７　０００万斤，根据这一情况，今年征购任务完成２５　０００万斤就是好
事。”周志坚打算继续同地委讨价还价：“今年六月在地委粮食工作会议听周专员讲话的口气，对我县
粮食征购任务可能要减少的。另外我们再给地委提一意见，请求减少征购任务，是否请大家商量。因
为３１　７００万斤，是纯征购任务，如果包括调剂粮在内那倒好办了。”②调剂粮在收获后会被征购到县里
但不会调运出境，如果农民口粮不足，就可以作为返销粮下拨。
周志坚要顶住地委的压力，严格控制住粮食征购量，但是副县长、农工部部长朱吉祥却另有看法。

他援引《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产量如何研究恰当，这是要好好研究的，《人民日报》发表粮食问题和
思想问题的社论，反对两个主义，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③这篇社论登于８月５日，认为国家粮食丰
收，征购量却在减少，“农村中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只要加强了思想教育，粮食征购数目就可
以大为增加”④。朱吉祥所言的“实事求是”，其实就是多挖粮、多征购。查阅１９５７年《人民日报》关于
粮食问题的文章，有大量反对瞒产、保障国家征购任务完成的内容。一位姓名不明的部长和朱吉祥意
见一致，也要求按照地委指示的３５　０００万斤指标向下布置。他们还给出了具体的根据，那就是不相信
地委最终能降低征购任务，如果自己先调低了安排，以后会工作被动⑤。
无为县委大多数成员没有接受朱吉祥等人的意见，而是决定把征购任务“减少至２９００万斤至

３０００万斤”，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向省委、地委请示⑥。不过这一次地委并没有给无为减轻任务。９
月２８日的一份粮油统购统销工作意见称，地委分配了征购任务３６　５００万斤，其中包括调剂粮２５０３万
斤，纯征购任务３３　９９７万斤。调剂粮是留在县内的，因此县委要上交的粮食为３３　９９７万斤⑦。这份计
划是地委参考１９５５年无为县粮食产量下达的。１９５４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使得全县粮食几乎绝收，土
壤肥力提高，１９５５年获得特大丰收，粮食产量高达７７　０００万斤⑧。参考１９５５年的极端数据来制定

１９５７年的计划显然是不合适的。

１０月６日，县委书记处书记朱合启在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时承认：“我们粮食统购中是有缺点的，
如收购有时买了过头粮，个别地方产生强迫命令的现象。”强迫命令、过头粮都是为高征购任务所迫。
因此有人反映：“统购任务控制过紧，实产达不到常产和包产，农民要背产，吃不到４９０斤口粮。”⑨按
照６３　０００万斤的总产量计算，如果征购任务为３３　９９７万斤，那么无为县只能留下２９　００３万斤。在１９５７
年１０月的算账中，县委估计种子、饲料人均需要４０斤。如果这个估值可信，那么无为农民（８８５　４４８
人）所能获得的人均口粮仅为２８８斤左右。这些粮食至少得要撑到来年午季收获。因为６３　０００万斤
的收获量包括了午季产量在内，所以从１９５７年５月底到１９５８年５月底，还有一年的时间。至于最终
农民到底能留下多少，就得看征购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返销粮的数量了。但是朱合启拿出了一个浮夸
的８５　６５５万斤的产量，以包括在调剂粮在内的３６　５００万斤征购任务，算出农民每人能留下５１２．５斤的
口粮⑩。按他的说法，足额完成征购任务，而且不需要发给返销粮，农民仍然够吃。
朱合启的这套算法对于了解实情的基层干部们并没有说服力。用泥汊区前进社分支书记肖尚喜

的话来说：“政府今年征购粮食，只顾任务，不顾政策。巧价买进，贵价卖出。”新民区饲山社张子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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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满，引用群众的话说：“政府现在实行三光政策，稻光、仓光、草光。”①不仅仅粮食是征购的对象，
饲草、稻草也为上级政府所需要。
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不久的１０月１１日，粮食局汇报截至１０月４日入库粮食２８　０７０万斤，占全

年征购任务的７６．９％。全年的征购任务是包括调剂粮在内的３６　５００万斤。完成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了，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加３３５４万斤，与粮食大丰收的１９５５年同期比也增加３．５１％，大大超过了周志坚
等设想的２５　０００万斤，可粮食局还是认为问题多多，因为，全县还有８０００多万斤粮食没有入库②。

１９５７年午季收获以来，无为县的农民一度摆脱了每月人均口粮不足３０斤原粮的困难局面。同
样经历了粮食危机的无为县委也吸取了教训，在同芜湖地委就粮食征购任务和销售指标的讨价还价
中也显得更积极努力。安徽省委在了解到无为县的困难之后，向地委施加压力，通过追加粮食销售指
标使得无为县的农民在６～７月份里能吃上统购统销政策所承诺的每月人均４０斤的口粮。这一事件
给县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秋收分配再次遭遇地委高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时，希仍能获得省委的支
持，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然而这次努力失败了，当县委必须按照虚高的粮食产量布置征购任务时，
各级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抵制县委的做法。

四　新一轮饥饿的出现

１．新书记姚奎甲的到来

１９５７年年底，时任任芜湖地委书记处书记和桐城县县委书记的外地干部姚奎甲担任无为县县委
书记。姚奎甲在无为上任之后，便改变了县委过去同上级在粮食征购上讨价还价的做法，更坚定地执
行上级下达的任务。
曾希圣在无为县完成视察后回到省里，告诉张凯帆说：“灾荒确实很重。无为县委书记彭醒梦好

像不能胜任。”张凯帆说情：“彭还是有能力的，也深入下层，他见你，因为闹灾，工作没做好，你问问题
他也不敢回答。现在许多人见你害怕呢。”曾希圣并不买账：“我见他时并没有发脾气呀。无为是革命
老区，工作要有起色，得换人。”这时，桂林栖推荐了姚奎甲，说他“有魄力，有能力”③。姚奎甲是桂林
栖的老战友。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共皖西工作委员会成立，桂林栖任皖西工委书记④。１９４７年皖西工委
整编皖西支队，姚奎甲任支队直属队教导员⑤。
姚奎甲上任伊始，粮食工作就是留任的无为县委干部们向他汇报的主题之一。白肇义汇报：“粮

食征购任务有些过大，产量开始估计过高，没有那么多……有些地区少数群众在闹供应……确实缺口
粮，但也有的由于瞒产私分。”⑥会议后的第二天，无为县委接到芜湖地委的指示：“粮食征购任务完成
进度很慢，要把这一工作抓起来，要尽快完成任务。”县委向地委上报的产量已经高达７７　０００万斤，地
委还是不同意，要求重新讨论。地委方面给的压力不减轻，县委只能转而向下面的各区施压了。各区
报来的６９　０００万斤的产量，县委认为产量太少，与他们上次报的产量相差太远，让他们动员党团员，对
产量进行摸底。可是县委自己很清楚：“我们向地委报的７７　０００万斤有些偏高，按照各区报的产量和
财贸部摸底的材料，７７　０００万斤已是达不到的。”可是在明知达不到的情况下，县委还是决定：“现在不
管怎么样我们向地委报７７　０００万斤。”无为县委曾经给地委上报６０　３００万斤的预计产量，但是地委要
求达到７０　３８１万斤。可是现在即便县委增加到７７　０００万斤，也不能再满足地委的要求了。粮食产量
的一再加码，意味着征购任务也是居高不下。眼看着产量上已经很难再降低了，县委决定：“统销问题
要向上报，不然卖过头粮和缺粮户不能解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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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县委书记姚奎甲并没有站在县委的立场上同地委讨价还价，而是打算坚定地执行上级下达
任务，从而把地委的压力直接带入了无为县委之中。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８日，芜湖地委批评无为县瞒产现
象是“普遍严重的”，指示要针对瞒产行为作斗争，粮食产量不能比别的县的低。姚奎甲明确地支持了
地委的指示，１９５７年无为县的反瞒产肇始①。十天之后，粮食局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粮食征购已经
入库２９　１４８万多斤，占任务的８０％，而代价是“个别地区出现了少数群众闹粮食供应问题的不正常现
象”②。姚奎甲的态度很坚决：“还是以７７　０００万斤核定下来，地委征购任务３６　５００万任务还是要完成
的。”③

时间拖到了１２月。这月４日的县委会议记录记载了芜湖地委的批评：“各地产量不真实，如无为
周闸王中等社瞒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十二月十五日要把产量核实，最后一次了，不要再变了。”

虽然地委非常希望把瞒产的粮食挖出来，但是上下级认定的产量碰不起头来，迟迟定不了案，到底是
让地委等不及了。宣城、无为都属于芜湖专区完成任务较差的地区，为了尽快落实工作，地委决定：
“任务还要减一减。”调整后，无为县的纯征购任务为２９　４９７万斤，另外调剂粮２５０３万斤，合计３２　０００
万斤④。

可是即便任务减轻，到了１２月下旬，“有的区、乡至今粮食产量到底多少还不能定案”。截止１２
月２０日已经入库粮食３０　３００万斤，离地委调整后的征购任务尚差１７００万斤。因为粮食产量与征购
任务相关，高征购任务必须用高产量来解释。一些地方对于县委分配给自己的征购任务还不能接受，

不愿意按照过高的产量虚报。无为县的农民也非常清楚高征购的结果，“以致个别地区发生有少数群
众不生产跑到乡、社委闹粮的现象”。一个月前，姚奎甲在转发蜀山区调查报告时用到的官僚主义、右
倾保守的话语，反应到了白肇义在１２月２３日的讲话里：“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
风，不了解情况，对粮食产量心中无底；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决心不大，一听到
富裕农民的片面叫苦，不很好的分析，思想就产生了动摇，这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尚未彻底肃
清。”⑤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姚奎甲来到无为县，随即带来政治动荡，无为县原县委书记、时任书记处第二书记
彭醒梦去职，同时去职的还有书记处书记钱增、县委常委陈作霖⑥。钱增曾在１９５７年年初的粮食危
机中赴各地调查，向县委汇报农村紧张形势。他了解高征购会给农村带来怎样的伤害。以姚奎甲为
核心的无为县委抱定瞒产私分严重的观念，认为农村的不稳定是因为富裕农民的片面叫苦，因此告诫
下级干部，不能遇到闹粮问题就跟着假叫的群众向上叫、向上要，达不到要求就不加分析地埋怨上
级⑦。

无为县委深信瞒产私分的存在，与芜湖地委的认识不无关系。１２月２３日，白肇义发言的背景是
地委工作组的一份报告被批转各地。地委工作组在无为县刘渡乡联合社做粮食问题的典型调查，发
现“群众普遍叫喊减产，余粮卖过头，没有吃，有的人甚至要求供应”。但是检查组不相信这是实情，反
而指责乡社干部“被群众叫喊所迷惑，领导上产生右倾思想，在粮食分配上未控制住”⑧。联系到早在

１１月８日，芜湖地委就警告过无为县委注意解决严重的瞒产问题，可见瞒产私分在农村普遍、严重存
在是芜湖地委的既有观念⑨。地委检查组的报告得到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施惠之的赞赏，批转
各地学习。施惠之１２月刚到无为县任职，原为芜湖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同姚奎甲一样，在粮食工作上
秉持的是地委的态度。１９６３年，姚奎甲做检讨时委屈地说：“五八年前就有问题。我到无为后，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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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５。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３３８页。
《无为县刘渡乡联合社的粮食问题》（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８。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８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５。



委工作组常住无为帮助工作，有些重大的问题都是根据当时省委曾庆梅书记的指示做的，所发生的问
题他都知道。”①姚奎甲做这番表述目的是为自己辩护，但也透露出他调任无为后的各项举措都得到
了省委、地委的支持或默许。

２．新老县委关于种植双季稻问题的分歧
就在姚奎甲强力推行高征购的同时，１１月２０日，无为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了。此次三级会议

先让干部们就粮食工作展开鸣放和辩论，之后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进行批判教育。基层干部们
除了反映口粮不够吃，还指责了县委再一次大力推广双季稻的做法。

１９５６年无为县的农业茬口安排发生了改变，中稻的种植面积减少，双季稻面积增加。这一改变
是在安徽省农业改制的大背景下发生的②。省委书记曾希圣是农业改制的主要提倡者。１９５３年９
月，曾希圣根据自己治理淮河的经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对安徽农业进行“三改”———改变夏秋的
收成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的
生产方式———的主张。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虽然增加了耕地的复种指数，但是却打乱了农村既有
的劳力、肥料等资源的安排方式。

１９５６年无为的粮食减产就与双季稻有关。在１９５７年的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上，大多数基层干部
都主张：“五六年受灾是人为的，就是三改８０％干错了。”１９５６年双季稻种植带来了粮食减产，进而造
成了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姚奎甲来到无为后，紧跟曾希圣的“三改”方针，要在１９５８年重新扩
大双季稻种植，自然引起已经吃过亏的基层干部的不满。用襄安区爱过社主任李少松的牢骚不满话
来说：“人民政府搞的乱七八糟，动不动就开刀……上面领导有坏分子。”新民区管镇乡的一名组织委
员讲得更加明确：“三改干坏了是因为曾政委是奸臣。”③然而，反对扩种双季稻的干部被打成了右派，
“三改”继续在无为进行。

相对于姚奎甲，彭醒梦主政的无为县委处理基层干部对双季稻的抵制时，显得更加宽容。１９５７
年２月，下到基层视察的王亨昌向县委汇报泥汊区的双季稻种植情况：“有的只订２０％以上，有的只
订１０％以上，没有根据土质、劳力、牛力等条件来安排。在订计划中缺乏领导，放任自流，随群众要订
多少就多少。党团支部有些右的情绪，在发动社员自下而上讨论计划中，党团员干部不发表意见，也
不领导。”④可见农民减少双季稻种植的做法，是干部与农民的合谋。曾希圣指示１９５７年双季稻种植
面积可以有２０％～５０％的幅度。作为双季稻的提倡者，他当然希望种得越多越好，但县委却把２０％
的底数告诉了泥汊区委，区委便纵容农民抓住这个最低数字来订计划⑤。

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姚奎甲趁胜追击，又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提出为了不走弯路，要尽快安排

１９５８年生产：“五八年农业生产任务为什么现在就要提呢？理由很简单，你们回去整社，第四阶段就
要安排生产，订五八年计划，没有任务怎么安排呢？就是安排了也和原来一样。”为了达到１９５８年

１１３　００９万斤的惊人产量，姚奎甲强调：“特别的问题就是双季稻和单位面积产量，这是个普遍的问
题。”⑥

为了巩固区委书记会议上为双季稻种植做思想工作的成果，姚奎甲将蜀山区作为典型进行批评，
警示其他县委和基层干部。无为县委分配蜀山区的秋种计划是１０万余亩，但是在１１月２日与该区
负责干部电话联系时，发现蜀山区只打算种植８万亩左右，理由是没有田地能再多种了。县委随即派
出检查组赴蜀山区调查，发现实际只种了５万多亩⑦。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分析了蜀山区干部和农民
不愿意足额完成秋种计划的原因：一是土地肥力、肥料等因素的限制使得社员相信，种下了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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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⑤

⑥

⑦

《我的检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６３－３２２。

刘诗古：《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学术界》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④　《关于召开二十二次三干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９。
《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５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１９５７－０６７。
《姚政委在区书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７－０９０。
《中共无为县委批转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生产工作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
１９５７－０６７。



还耽误了工，即使有些收益，大量耗费肥力和蓄下的雨水又会影响来年的收获；二是劳动力的不足。
正该播种双季早稻时，有的生产队仍忙于抢收双季晚稻，来不及完成种植任务①。
无为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的调查报告还是相当中肯的，分析了双季稻种植完成情况较差的原

因。土壤、降水条件，劳动力状况都是客观上制约双季稻种植的因素。然而县委转发这份报告时加上
了一段严厉的批评意见：“从部分干部到群众都有右倾保守思想……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够深入，仍
以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生产，因而在电话上向县委汇报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②不难猜测，所谓的县
委意见，就是主张推广双季稻种植的姚奎甲的意见。
县委检查组明知自己是在蜀山区没有完成任务引起姚奎甲不满的情况下前往调查，形成的报告

却似乎在为蜀山区辩护。检查组具体成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都是县委的干部们，他们对于姚
奎甲紧跟曾希圣推广双季稻的做法不以为然。姚奎甲知道自己面对着来自各级干部的广泛的怀疑，
相信蜀山区的抵制不会是个案，“希望蜀山区委和其他地区党委立即通过检查，采取措施，积极补
救”③。

１９５７年年初的粮食危机，让无为县的干部们普遍意识到１９５６年的双季稻大量种植是“左”倾表
现，“有人说，县委领导生产改革，五六年‘左’了”。但是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帮了姚奎甲的
忙，用邾达民的话说：“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五六年干‘左’了。如果说五六年‘左’了，那么五
八年农业生产要来一个全面‘大跃进’，这又怎样解释呢？问题很清楚，这种论断，实质上就是这些同
志，自己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即将到来的生产‘大跃进’中犹豫动摇。”④

３．姚奎甲对老县委的整肃
一大批县委干部在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干部撤换中被解职。罪名是三不纯，即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

风不纯。姚奎甲曾经检讨道：“错误地攻击前届县委严重不纯，原县委书记白肇义、王亨昌、邾达民及
其他县委委员等十余人均先后受到批判处分和调出无为，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⑤王亨昌和钱增
一样，都曾经在１９５７年年初赴基层调查粮食危机。除了在粮食问题上有照顾地方的“不光彩”历史，
这些人都比姚奎甲更早在无为任职，属于留任的县委干部。姚奎甲有意地将留任干部们清洗出去，这
才有了所谓的“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姚奎甲清洗留任干部的意图，源自他对无为县委宗派主义
的深深忧虑。一旦他遭到反对，很容易就理解为这是无为县的本地干部们对他这个外地干部的排斥。
姚奎甲曾回忆道：“我由安庆调到无为，开始是不愿来的，听到一些同志反映无为县大，问题多，工作难
搞，又是老根据地，思想顾虑重重，这首先给无为问题的错误看法，奠定了思想基础。”⑥姚奎甲曾经问
副县长刘希文：“你是否认为县委书记都是外县人，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姚奎甲还警告道：“桐城县有
个副书记，就是有这种思想，划为右派。”⑦张凯帆曾于１９４０年代在皖中行署任副主任，彭醒梦则先后
任恍城区、银屏区和新民区区长，直接在张凯帆的领导下工作⑧。甚至省委书记曾希圣都因为其夫人
的关系，视无为县为第二故乡⑨。各方力量在此盘根错节，难免姚奎甲对来无为工作忧心忡忡，他担
心自己外地人的身份会得不到本地干部的认可。经过了姚奎甲对无为县的本地干部的清洗，１９５９年
张凯帆来到无为后发现“无为书记处没有一个无为人”⑩。
在１２月３０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政法干部被专门划出批判：“在政法工作方面，大家提出，县委

仍然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政法部门领导不力，抓得不紧，甚至迁就和纵容他们的右倾行为。正由
于县委这种思想在指导，因而对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打击不坚决、不彻底、不及时。”无为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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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中共无为县委批转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生产工作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
２－１９５７－０６７。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
１９５７－０７３。
《我的检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６３－３２２。
《县委关于姚奎甲同志在县委会上所作的自我检查材料》（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６１－２４７。

⑩　《县委扩大会议简报》（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５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９－１６７。

彭醒梦：《张恺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铁骨丹心：张恺帆同志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张凯帆口述：《张凯帆回忆录》，第３３０页。



院院长林焕章（山东省楼霞县人）、公安局局长王锡文（江苏省泗洪县人）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引起姚奎
甲的不满可能就与转业军人身份相关。邾达民说：“在整编工作上，有人说：留了地主、富农的子女，整
掉转业军人就是不对。我看还是要根据国家政策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非。比如转业军人，
就不能说个个都能胜任，没有一个应该整编。”①军人转业的政法干部仍然与军方有密切的个人联系，
这种关系让他们面对惯于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的县委书记时，敢于挑战权威。以王锡文为例，他在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被打倒后被揭发“反对县委指示，骄傲自满，看不起县委张云书记和骂周县长”。王锡文
曾宣称要把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云抓到军分区找司令员评理。张云于１９５８年５月任职，属于原县委留
任干部中被姚奎甲大撤大换后的新晋干部。王锡文对张云不以为然，也就是间接地反对姚奎甲。对
于姚奎甲操作的反右派运动，王锡文也颇有微词：“部队如像行政这样反右派，那全部是右派。”②

１２月底的这次会议上，邾达民发言中明确讲：“县委表示，不仅要坚决克服在领导政法工作上的
右倾思想，而且要马上着手于整顿政法队伍。”③不过林焕章、王锡文被打倒的时间却在一年之后的大
炼钢铁时期。可见，这时姚奎甲虽然可以将“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但是要整肃有着军队老领导支
持的政法系统干部显然更加困难。林、王的去职是在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期。他们二人被打倒的理
由，一个是“对党的全党全人民大炼钢铁的方针，极端抵触”，一个是“担任无为炼铁团副政委工作期
间，消极畏难，贪图安逸，临阵退缩”④。姚奎甲在这时整肃法院院长和公安局长，或与他注意控制监
察系统相关，尤其是当他的高征购、反瞒产给农村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时，他必须切断消息走漏的渠
道。例如１９５８年３月，姚奎甲“（根据曾庆梅同志的指示）亲自布置公安局、邮电局负责同志说：今后
凡是有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你们要将信扣下来送县委办公室，并叫邮电部门对各地邮电所也要布
置一下”⑤。

４．老县委的“红利”：１９５８年粮食年度的平稳结束
无为县委的各级干部在应对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中，积累了经验，但是他们普遍遭到了姚

奎甲的排挤和打击，结果是从１９５７年年底开始，无为县的农民又处在断粮的恐惧之中。就像１９５９年
无为县委回忆的那样，“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份农村就在全面闹粮、叫粮”⑥。按照笔者之前的计算，１９５７年
无为县收获量大约为６３　０００万斤，征购任务完成３０　５９６万斤，占３２　０００万斤任务的９５．６１％⑦。这样算
来无为县的留用粮为３２　４０４万斤，人均约得到３６６斤原粮，刨去人均需要种子、饲料４０斤，每人可得

３２６斤口粮⑧。因为午季收获以后，农民也是按照每月４０斤口粮的标准在消费，所以这批口粮只够消
费８个多月。农民吃到１９５８年１月底就要断粮了，离１９５８年午季收获还有４个多月。由此可见，农
民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份就开始闹粮，是基于粮食很快就会用尽的理性判断。在３０　５９６万斤征购粮中有

２５００万斤是调剂粮，调剂粮任务是全部完成的。这２５００万斤在１２月底就已经安排好分配给各地区
的比例⑨。但是直到来年３月才把这批粮食发下去。当时省委书记曾希圣批评无为县委忽视了严重
的农民外流问题，指示把机动粮全部发下去瑏瑠。根据１９５９年的会议记录，１９５８年１月至５月县委总
计下发了６７９９万斤返销粮，人均约获得７７斤原粮①。另外，１９５７年６、７月份销售了５８０１万斤，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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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①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
１９５７－０７３。
《王锡文的错误材料》（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１２。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２－
１９５７－０７３。
《中共无为县委关于撤销林焕章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的决定》（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８
－１１２；《王锡文的错误材料》（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１２。
《我的检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６３－３２２。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７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９－１３８。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２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４８－１－１９５９－１２５。
《关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６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９。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５。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８年３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０４。

③　《县委会议记录》（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７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９－１３８。



一起人均可以获得销售粮１３９斤。人均口粮总量为４６５斤。

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县委书记姚奎甲指示农村春节前一般不供应（当年的春节在２月１７日），分配
的调剂粮，主要用于春耕大生产①。不过从１９５９年县委会议记录来看，１９５８年１月其实就已经供应
了２５９万斤作为口粮③。但这数量很少。所以在１９５８年春节之前，农民吃的基本上还是秋收之后留
下来的粮食，之后才开始大量食用返销粮。假定在１９５８年春节（２月１７日）之前，无为县的农民人均
月消费口粮４０斤，这样就消耗掉３８０斤，人均剩下８５斤（４６５斤－３８０斤＝８５斤）。如果在春节之后
口粮消费能够有意识地被节制，人均每月口粮量被控制在３０斤左右的话，８５斤还能够保证多坚持３
个月，撑到５月份中下旬午季粮登场。
为了保证农民消费得到严格控制，１９５８年３月中旬，无为县初步建立起了食堂系统④。“农村粮

食安排，除泥汊（部分大队）、神塘、新民三个公社２４个大队５２７个食堂正在安排尚未结束外，其余２８
个公社２５５个大队４３１８个食堂７５９　７６１人均已安排结束。”平均下来，一个大队有十几个食堂，每个食
堂覆盖１７６人。“在安排方法上，一般是根据现有口粮及社会潜力情况，按照人口多少逐级计算分配
指标到食堂，交给群众讨论通过，然后以食堂为单位发给购粮证一次核定分月购粮。食堂则根据分等
定量标准定量到人，按期发给饭票凭票吃饭。”“安排的情况一般都是每人每月原粮３０斤至３２斤，少
数有达３６斤至４０斤。”⑤

因为地区不平衡，不同的生产单位留粮有多有少。虽然在绝对平均分配的情况下，无为县的农民
都可以支撑到午季粮登场，但是实际上一些条件差的地区会更早遇到困难。如粮食局在１９５８年４月
中旬汇报：“石涧、汤沟、蜀山等区部分社５月份下半月如果午季粮登场迟还有问题。”不过粮食局提供
的数据已经是虚假的了。“石涧区５月份供应人口６４　３７６人安排粮食１　６０２　５７２斤，每人平均２４．８斤，
按标准计算吃到五月十八日，汤沟区板桥５月份安排４４万斤，供应人口１８　９９７人，每人平均２３斤。”⑥

即使是这些可能要出问题的区，按照１８天２３、２４斤的标准计算，一个月的口粮量还可以达到４０斤左
右，这显然是不成立的。粮食局的数据不确。１９５８年８月，粮食局在回顾之前工作时说：“由于五月
份粮食安排偏紧，群众挖吃了一部分新粮。”⑦粮食紧张已经发展到吃青的程度，农民的饥饿可想而
知。
从１９５７年年底开始，无为县农民喊粮、闹粮就很厉害，但是在这之前他们毕竟曾经按每月４０斤

原粮的标准消费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上半年供应紧张，但是每个月３０斤左右的标准被坚持住了。姚奎
甲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和高额征购暂时没有给无为县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前任县委书记
彭醒梦主政期间留下的红利。１９５５年双季晚稻的种植面积为１０８　６６３亩，１９５６年大幅增加到４２８　９３２
亩，导致粮食减产⑧。１１月粮食收获完毕后，无为县委发现总产量仅为４５　０００万斤⑨。正是吸取了

１９５６年的教训，１９５７年的双季晚稻调低到２２７　７８２亩⑩。这才有了１９５７年年底姚奎甲调任无为要重
新扩大双季稻种植时，大多数基层干部的集体抵制：“五六年受灾是人为的，就是三改百分之八十干错
了。”瑏瑡刘诗古曾讨论了这一逆转在微观层面的反映：“１９５５年以前，卞旭生产队基本上不种双季稻。

１９５６年，该队迫于上面的压力，推行茬口改制，结果造成减产。１９５７年则是比较正常的，据调查人员
反映，其原因是接受了１９５６年的教训，适当地调整了茬口。１９５８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该队的
中稻与单季晚稻的种植，回到了一个较高的比例。”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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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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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瑡

瑏瑢

《姚奎甲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发言》（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０３。

食堂在地方的兴起可能恰恰是在返销粮仅仅够维持人们基本口粮的恶劣条件下，为了让农民理性用粮才出现的。
《粮食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５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４８－２－１９５８－０８２。
《粮食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４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４８－２－１９５８－０８２。
《粮食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８月２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４８－２－１９５８－０８２。

⑩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１３２、１３２页。

徐进：《粮食与政治：论１９５６年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施》，《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关于召开二十二次三干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５７－０８９。

刘诗古：《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学术界》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问题是，虽然姚奎甲上任伊始就力推农业改制，但是已时至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当年的农业种植比例
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姚奎甲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指责无为县的干部右倾，期望到１９５８年能来
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他同时也阴错阳差地接下了一个不错的粮食产量。这个产量恰恰就是无为县
的干部和农民集体抵制农业改制的结果。超过６亿斤的粮食产出保证了因为姚奎甲主导的高征购而
绷紧的弦最终没有断。
姚奎甲以芜湖地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无为县委书记，使得无为县承受了比过往更直接更强

烈的来自地委的粮食征购压力。彭醒梦主政无为时，曾经成功地说服安徽省委向地委施压，缓和了无
为紧张的粮食工作。然而，一个由地委书记处书记带领的县委已经很难再以集体名义做类似的事了。
吃过粮食短缺之苦的无为各级干部们，试图抵制这个外来书记搞高征购、大搞双季稻的举措，却被疑
心宗派主义的姚奎甲打怕、打倒了①。

五　余　　论

通过对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三个粮食年度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实施状况的考察，本文认
为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期性的饥荒。１９５６年无为县因为大量种植双季稻粮食减
产，加之被施以高征购任务，从１９５６年年底至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农村陷入普遍的饥饿之中。这时无为
县委认识到农民粮食将要告罄，于是向芜湖地委要求回拨１．４亿斤返销粮。但经过讨价还价，芜湖地
委只答应调拨１．２６亿斤原粮。因此造成１９５７年上半无为县农村人口的严重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的出现。很快安徽省委了解了这一情况，在午季收获时向地委施加压力，确保该县农民６、７两月人均
每月口粮达到了４０斤原粮。可是好景不长，原县委书记彭醒梦因“救灾”不力去职，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地
委书记处书记姚奎甲兼任无为县委书记。作为外县人的姚奎甲上任后，依据“浮夸”的粮食产量来执
行地委下达的过高征购任务，并希望大规模种植双季稻以提高产量。经历１９５６年饥荒的各级留任干
部试图抵制上述举措，很快遭到姚奎甲的大撤大换。之后１９５８年２月至５月无为县每人每月口粮标
准又降到３０斤，此时食堂制度确立以控制粮食消费。幸运的是，彭醒梦１９５７年主政无为期间，全县
上下吸取了１９５６年饥荒的教训，或明或暗地抵制了大规模双季稻种植，保证了１９５７年秋季获得了

６３　０００万斤的粮食产量。因此，虽然该年征购高达３０　５９６万斤粮食，无为县的农民还是挨了过去。
自１９５３年统购统销初始，中共就摸索出了干部上下级之间需要不断讨价还价的机制。１９５３年

松江省委报告：“我省８５万吨是可以达到的，但各县所报产量与省估计数字相差很大，省估算全年产
量２９５万吨到３００万吨；而各县汇报数字２７８万吨，后经再三个别检查增到２９２万吨，我们对此仍表
示怀疑……不要对各县过早分配任务，要不断酝酿，不断接近。”②这个酝酿、接近的过程也就是上下
级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
如果再细致观察无为县委考虑返销粮数量和下放时间，我们会发现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

征购之后农村留用粮总量分别为２．９亿斤、２．９７亿斤和３．２亿斤，那么返销粮总量多少和下拨及时
与否就成为是否引起饥荒和饥荒能否引发较多因饥饿死亡现象的最关键因素，而无为县委在考察调
拨返销粮数量和下放时间时，以往各年的经验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依据③。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无为县委的变动使得新老县委对饥荒的历史记忆和应对饥荒的经验迥然有异。无
为老县委多由本地干部组成，因为经历１９５６粮食年度的饥荒，面临过非正常死亡的局面，其对上级推
广双季稻和反瞒产任务都会做力所能及的抵制。而新任县委书记姚奎甲作为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任这

·１６·

①

②

③

大饥荒前后无为县委的“派系”变动和这种“派系”因素如何影响到大饥荒中各类干部的行事，笔者希望结合芜湖地委和安徽
省委的档案另文讨论。
《东北省委发来财经工作电报内有转发松江省委关于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６８４－１－５６６。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８日，姚奎甲在县委会议上讨论农村统销时说：“去年同期７０００多万，今年才５５００万返销粮。”引自《县委会议
记录》（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８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１－１－１９６０－２０４。



一职务，他本人并没有１９５６年粮食的深刻记忆。因而１９５７年下半年他为无为县委完成粮食征购任
务施加了高压，进行反瞒产运动，并要求大规模推广双季稻。当其一系列举措遭到无为县本地干部抵
制时，姚奎甲自然认为这是本地干部的“宗派主义”。于是，他借政治运动之机整肃了一大批具有应对
饥荒经验的本地干部。而正是被他所整肃的老县委的“红利”，使他主政的无为县的农民得以渡过

１９５８年春夏缺粮之关。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作者徐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钟徐楼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
究生。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ｎＷｕｗ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Ｘｕ　Ｊ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Ｘｕ　Ｌｏｕｆａ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ｉ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ｉｎ；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ｕｗ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ｆａｍｉｎｅ．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ｐｐ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ｈａ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ｋｅ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Ｗｕｗ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ｈａｒｖｅｓｔ　ｒｉｃｅｓ，‘ａｎｔｉ－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ａｎｔｉ－ｈｉｄ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责任编辑　公　羽】

（上接第４７页）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ｒｕ’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ｚｈｕｓｈｉｚｕ”

Ｌｉ　Ｇｕｙ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ｒｕ；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ｓｔｏｒｙ；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ｒｕ　ｗａ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ｅ　ｗａ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ｎａｎ

ｆｏｒ　ｈｉｓ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ｈｅｎｗｅｎ，ａｎｄ　ｗ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Ｈｉ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ｓｔｏ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ｆｔ　ｏｆ　ｂａｎ　ｄｅｃｒｅ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ｏｓｔｔｌｙ．Ｂｕｔ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ｒｕ’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ｓｔｏｒｙ，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　ｌｅｇｅｎ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ｆ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ｈ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ｓ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ｚｈｕｓｈｉｚｕ”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ｆａｃｔ”．

【责任编辑　惟　正】

·２６·


